
跨境电商改革与企业创新

———基于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设立的准自然实验

史亚茹　 　 于津平

摘要: 跨境电子商务作为一种新兴的外贸业态, 为提升企业创新能力提供了新

的契机。 本文以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的设立为准自然实验, 使用 2011—2020 年中

国上市公司的数据, 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跨境电商改革对企业创新能力的

影响。 研究发现, 跨境电商改革显著增加了试验区内企业申请专利的数量, 这一结

论在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之后依然成立。 机制检验表明, 这种影响主要通过增加企

业利润, 促进技术溢出和推动制造业服务业融合等得以实现。 异质性分析显示, 跨

境电商改革主要提高了数字基础设施完善、 政府资源配置能力强的地区企业的创新

能力; 同时, 跨境电商改革扩大了创新主体范围, 在规模较小和创新能力较低的企

业中发挥了更加突出的创新激励作用。 本文还进一步分析了综合试验区的空间效

应, 发现试验区内企业专利申请数量的增加来自于自身的净增长, 对周边城市的创

新存量资源不存在虹吸效应。 本研究为更高效地发挥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的创新功

能提供了经验证据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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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与文献综述

跨境电子商务是指分属不同关境的交易主体, 通过互联网平台达成交易继而进

行电子支付结算, 通过跨境电商物流送达商品并完成交易的一种国际贸易方式

(郭四维等, 2018[1] ; Liu
 

et
 

al.
 

, 2015[2] )。 伴随着贸易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数字

技术的升级换代, 跨境电子商务作为一种新兴的外贸业态, 迅速显露出蓬勃发展的

态势。 为了探索适应跨境电子商务这一新贸易模式的管理、 服务方式, 2015 年 3
月, 国务院批复了关于同意建设杭州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的意见, 又在充分吸收、
借鉴杭州经验的基础上, 先后分 6 批设立了 165 个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 我国跨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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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商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跨境电商的发展不仅是对我国传统对外贸易模式的补

充, 也是倒逼传统企业升级换代的新动力。 海关统计数据显示, 2021 年我国跨境

电商进出口 1. 98 万亿元, 增长 15%, 其中出口 1. 44 万亿元, 增长 24. 5%, 跨境电

商进出口 5 年间增长近 10 倍。 可见, 跨境电商为我国外贸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那么随着跨境电商发展潜力的进一步释放, 综合试验区的建设能否取得新的成效,
对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发挥更深层次的带动作用?

跨境电子商务引发了生产方式、 产业组织方式的变革, 成为企业自身技术迭代

和创新升级的重要契机。 作为重要的外贸新兴业态, 跨境电商突破了传统贸易的地

域限制和心理障碍, 多样化和个性化的境外消费者需求推动了企业的创新变革, 引

导企业通过产品创新和品牌构建来加快转型升级。 但同时数字技术加快了信息的传

播, 导致技术的模仿成本降低, 当跨境电子商务的发展环境不成熟时, 不公平的竞

争也会阻碍企业提升创新能力。 因此有必要思考: 跨境电商改革是否具有创新促进

效应? 其具体通过什么机制来推动创新发展, 未来又应如何制定跨境电商政策以使

得跨境电商更好地发挥创新动能?
与本文密切相关的一类研究是跨境电子商务经济效应的文献。 学者们的研究首

先从跨境电子商务与进出口贸易的关系展开。 他们认为, 跨境电商具有中间环节大

幅减少、 地理距离影响弱化、 弱势群体广泛参与等特征 (马述忠等, 2019[3] ; 郭

四维等, 2018), 能够显著降低贸易成本 ( Lendle
 

et
 

al. , 2016[4] ; 鞠雪楠等,
2020[5] ) 和出口风险 (马述忠和胡增玺, 2022) [6] , 促进企业出口沿着扩展边际

和集约边际增长 (马述忠和房超, 2021) [7] , 并且能够通过扩大进口中间品的搜寻

范围提升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和价值链参与程度 (魏悦羚和张洪胜, 2022[8] ; 刘斌

和顾聪, 2022[9] )。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 学者也进一步发现了跨境电商在经济

发展其他方面的带动作用。 国内学者以我国设立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为研究案例,
做了很多有益探索。 王利荣和芮莉莉 (2022) [10] 发现, 杭州综试区对地区经济、
贸易增长和产业结构升级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胡浩然和宋颜群 ( 2022a[11] ;
2022b[12] )进一步探讨了跨境电商改革对微观企业的影响, 发现跨境电商改革显著

提高了公司员工的工资收入和风险承担水平。 可见, 跨境电商改革不仅在稳定外贸

上具有重要作用, 还能对经济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技术创新是经济发展背后最根

本的动力来源, 但鲜有文献深入到这一关键视角。
与本文相关的另一类研究关注电子商务发展与企业创新的问题。 一种观点认

为, 电子商务能帮助企业利用外部资源实现创新。 电子商务有助于企业直接对接客

户, 收集消费市场上的信息, 实现企业与客户的共同创造 (Pee, 2016) [13] , 有利

于企业新开发的产品在市场上获得更高的认可 (Ulwick, 2002) [14] , 鼓励企业根据

客户需求深度研发产品, 促进企业创新升级。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电子商务环境导致

模仿技术的成本降低, 这会加剧平台产业的不规范竞争, 对企业的创新活动产生负

面影响 (张艳辉等, 2018) [15] 。 这类研究为本文作用机制的探讨提供了参考, 由于

跨境电商可以在电子商务发展的基础上更加充分地整合全球创新资源, 其对技术创

新的影响路径也可能更加复杂和多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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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此, 本文存在以下几方面的边际贡献: 第一, 在研究视角上, 本文首次评

估了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的创新激励效应, 拓展了跨境电商改革政策实施效果的评

估范畴, 同时也为提升企业创新能力提供了新的思路。 第二, 在研究内容上, 本文

基于贸易便利化和制造业服务业融合发展两个方面, 提出并检验了跨境电商改革作

用于企业创新的具体机制, 拓展了综合试验区影响微观企业行为的内在机理。 此

外, 本文进一步探讨了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是否存在空间效应, 加深了对试验区创

新激励的空间认识。 第三, 在研究方法上, 本文以我国设立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

区为准自然实验, 采用多期双重差分 (DID) 模型检验了跨境电商改革对企业创新

的影响效应, 尽可能克服了评估过程中潜在的内生性问题。

二、 机制分析

跨境电商是互联网技术与国际贸易的有机结合, 建设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对企

业创新的影响是复杂和多维的, 本文将跨境电商改革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总结为两大

方面, 具体分析如下。
(一) 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

有别于传统的国际贸易方式, 跨境电商依托于互联网技术, 通过减少中间流通

环节, 降低信息不对称等提高了交易效率。 而跨境电商综试区通过主动探索跨境电

商所需要的服务监管模式, 进一步深化了 “放管服” 在外贸领域的改革 (王利荣

和芮莉莉, 2022)。 跨境电商改革通过制度创新以及跨境电商本身特有的网络属

性, 提升了企业从事国际贸易的便利化水平, 从而对企业创新产生重要影响。
1.

 

增加企业利润

跨境电商改革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 增加了企业的经营利润。 创新投资项目具

有高风险性和高不确定性等特征, 资金需求大, 我国企业往往面临着研发资金投入

不足的状况, 企业的创新活动受到融资等问题的制约 (钱雪松等, 2021) [16] , 而跨

境电商改革降低了企业的贸易成本, 有利于增加企业的利润空间, 使其有更充足的

资金用于创新研发等活动。 一方面, 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鼓励和引导企业入驻跨境

电商平台并开展业务, 帮助企业克服地理距离导致的贸易成本。 跨境电商平台不仅

可以提供强大的检索服务, 节约搜寻成本 (Lendle
 

et
 

al. , 2016; 魏悦羚和张洪胜,
2022), 还能有效缓解交易双方因距离较远而无法实施有效监督的情况, 使双方及

时沟通处理合同执行中产生的问题, 降低合同成本 (Tadelis, 2016[17] ; 马述忠等,
2019[18] )。 另一方面, 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内的企业也享受特殊的政策优惠。 综

试区以线上综合服务平台为依托, 为跨境企业提供了统一、 便利、 低成本的窗口合

规服务, 使企业享受一体化通关、 入区退税、 无票免税等一系列贸易便利化措施,
降低了交易成本和税收负担, 提高了企业的贸易利润, 进而帮助其提升了创新

能力。
2. 促进技术溢出

跨境电商改革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 强化了对外贸易的技术溢出。 一方面, 跨

境电商综合试验区鼓励和帮助试验区内的企业入驻跨境电商平台, 借助数字技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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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搜寻高质量的中间品和资本品提供了便利 ( Fink
 

et
 

al. , 2005[19] ; 孙浦阳等,
2017[20] )。 另一方面, 综合试验区一系列贸易便利化的相关举措简化了出口业务流

程 (王利荣和芮莉莉, 2022), 并且跨境电子商务本身特有的网络属性降低了企业

捕捉境外消费者信息和需求的搜寻成本 (马述忠和房超, 2021), 拓宽了企业的出

口市场。 企业创新的一个重要渠道便是获取国际间的技术溢出, 跨境电商平台帮助

企业在全球范围内寻找到更加适合生产、 质量更高、 与企业本身技术更加互补的中

间品和资本品, 通过对其包含技术知识的模仿和吸收, 企业可以提高技术的存量和

多样性, 降低研发成本, 实现创新的模仿升级。 同时, 跨境电商平台能够降低国际

市场进入门槛, 有利于出口企业将创新环境拓展到国外市场, 除了使出口者接触到

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外, 还能使其根据国外消费者反馈的信息和需求收获改

进产品设计与质量、 生产工艺等方面的各种建议, 成为知识溢出的有效渠道。 这种

溢出效应不仅体现在进出口企业上, 贸易企业收获的技术知识也能进一步通过投入

产出联系被本土非贸易企业吸收, 进而激励其创新活动 (康志勇, 2011) [21] 。
基于此, 本文提出假说 1: 跨境电商改革提升了贸易便利化水平, 通过增加企

业利润和技术溢出促进了企业创新。
(二) 推动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

设立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有助于企业构建全新的物流结算体系、 品牌战略和制

造资源服务平台, 推动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发展成为企业创新发展的重要源头。
首先, 基于服务业向制造业渗透的视角。 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支持各类服务供

应商为跨境电商提供通关结算、 物流仓储、 信息技术、 培训咨询以及金融服务等在

内的综合和专项服务, 加速了服务、 数字等高级要素与传统产业的融合。 一方面,
综试区鼓励为跨境电商提供配套服务的政策, 推动了资源和要素更多地投入和转移

到生产性服务业部门, 形成了关联服务产业的集聚, 有效集中了知识、 技术和信息

等生产要素, 企业之间共享创新资源, 能够更容易地实现技术的再创造 (曾艺和

韩峰, 2022) [22] 。 另一方面, 综试区鼓励为企业提供效率更高、 质量更优和成本更

低的专业化配套服务, 不仅能够降低生产成本, 还能使制造企业更加专注核心能力

(杨仁发和汪青青, 2018[23] ; Grossman
     

and
 

Rossi-Hansberg, 2008[24] ), 开展高技

术、 高知识的产品生产, 不断增加创新动能。
其次, 基于制造业向服务业融合的视角。 跨境电子商务可以降低制造企业服务

化发展的门槛 (李国鹏和王绍媛, 2018) [25] , 在海外市场中, 入驻跨境电商平台的

企业可以依托自身的核心制造优势, 逐渐拓宽贸易内容, 更多地开展生产、 研发、
营销、 售后服务、 品牌运营等高附加值业务, 这将是新国际贸易形势下制造企业实

现创新能力提升的新机遇。 跨境电商平台给制造企业提供了直接面对全球消费者的

机会, 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增强了企业培育新产品的动力, 促使企业更多地关注品

牌开发和个性化服务方面, 引导传统的贸易企业和制造业企业通过产品创新、 品牌

构建来加快转型升级。
基于此, 本文提出假说 2: 跨境电商改革通过推动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发展促

进了企业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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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研究设计

为了检验跨境电商改革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 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使用

DID 模型进行了估计, 具体设定如下:

Innoict = α + βTreatct × Postt + γn∑
n
X(n) i(c) t + vi + vt + vpt + εict (1)

其中, i 、 c 、 p 和 t 分别表示企业、 地级市、 省份和时间。 Innoict 为被解释变量,
表示 c 地区企业 i 在 t 年的创新能力, 以企业在 t 年的专利申请数量衡量。 Treatct 表
示政策分组虚拟变量, 将国务院同意批复的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内的企业作为处理

组, 取值为 1, 将其他城市的企业作为控制组, 取值为 0。 Postt 表示政策冲击虚拟

变量。 2015 年 3 月 7 日, 国务院同意设立中国 (杭州) 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
2016 年 1 月 6 日, 国务院决定在天津、 上海等 12 个城市设立跨境电商综合试验

区; 2018 年 7 月 24 日, 国务院确定了第三批次跨境电商综试区城市名单, 包括北

京、 呼和浩特等 22 个城市; 国务院又分别于 2019 年 12 月 15 日、 2020 年 4 月、
2022 年 1 月、 2022 年 11 月先后批复了四批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 在 7 年的时间里

实现了 7 次扩围。 本文样本数据的截止时间为 2020 年, 从试验区的获批时间来看,
由于第四批和第五批试点分别在 2019 年底和 2020 年获批, 获批时间太短, 政策效

果尚未得到有效发挥, 且形成专利成果也需要一定的时间, 因此本文只考虑前三批

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 针对这三批试验区设置政策虚拟变量, 政策发生的当年及以

后的年份取值为 1, 其他年份则取值为 0。
模型还引入了其他影响企业创新能力的潜在因素作为控制变量 X 来保证结果

的有效性。 企业层面的特征变量包括: 企业年龄 age, 用当年年份减去企业成立年

份表示; 资本密集度 kn, 使用企业固定资产净额除以员工人数取对数表示; 工资

水平 wage, 以应付职工薪酬除以员工人数取对数表示; 资产负债率 debt, 以总负

债除以总资产表示; 资产收益率 roa, 以净利润除以平均资产总额表示。 城市层面

的特征变量包括: 经济发展水平 cgdp, 以企业所在地级市的人均 GDP 表示; 产业

结构 ind, 以第三产业产值占总产值的比重表示; 政府对创新的激励程度 tech, 以

人均财政科技支出表示。 同时本文还控制了企业个体固定效应 vi 、 年份固定效应 vt
、 省份与年份的交互固定效应 vpt 。 年份固定效应用于控制不随个体、 城市变化的

时间层面的影响因素; 个体固定效应用于捕捉不随时间变化的个体组间差异; 省份

与年份的交互固定效应用于控制样本所处省份随时间变化的宏观环境因素, 如每个

省份出台的驱动创新发展的政策文件、 经济发展水平等①。 εict 为随机误差项。 表 1
报告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14

《国际贸易问题》 2023 年第 4 期

①关于城市层面不可观测因素干扰的问题, 首先, 对于不随时变的城市因素干扰, 由于本文样本数据中

只有极少数企业发生过地址变更, 固定个体效应能在很大程度上控制城市层面不随时间变化的组间差异; 其

次, 对于随时间变化的城市因素干扰, 由于城市—年份交互固定效应会与本文主要的解释变量产生共线性,
无法对其进行控制, 本文通过控制样本所在省份的时变宏观环境因素, 将实验组城市和控制组城市限定在同

一省份内进行分析, 尽可能地减小了城市之间的差异。



表 1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专利申请总数量 inno_ total 30
 

685 2. 474 1. 770 0 6. 802

发明专利申请数量 inno_ invent 30
 

685 2. 343 1. 747 0 6. 617

差分变量 Treat × Post 30
 

685 0. 303 0. 460 0 1

企业年龄 age 30
 

583 17. 569 5. 884 1 62

资本密集度 kn 30
 

563 12. 496 1. 225 2. 925 22. 121

工资水平 wage 30
 

415 9. 513 1. 147 5. 555 12. 549

资产负债率 debt 30
 

587 0. 435 0. 222 0. 051 0. 972

资产收益率 roa 30
 

601 0. 038 0. 072 -0. 308 0. 234

经济发展水平 cgdp 28
 

515 11. 427 0. 527 8. 773 15. 675

产业结构 ind 28
 

574 0. 551 0. 133 0. 102 0. 839

政府对创新激励程度 tech 28
 

695 1. 432 2. 118 0. 005 12. 197

本文选择的研究对象是 2011—2020 年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 其中, 上市公司

专利数据来源于国泰安 ( CSMAR) 数据库和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 ( CNRDS),
其他企业特征和财务数据来源于 CSMAR 数据库; 城市层面的数据来源于 《中国城

市统计年鉴》。

四、 实证结果分析

(一) 基准回归结果

表 2 是模型 (1) 的基准回归结果。 其中, 第 (1) 列是仅使用核心解释变量

进行普通最小二乘回归的结果, 可以发现 Treat × Post 的估计系数在 1%的水平上显

著为正, 说明跨境电商试验区内的企业相比于非试验区的企业在专利申请数量上有

更明显的增加, 即跨境电商改革对企业创新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第 (2) 列在第

(1) 列的基础上引入控制变量, 第 (3) 列又进一步控制了个体固定效应、 年份固

定效应以及省份与年份的交互固定效应, 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 在控制这些因素之

后, 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的创新促进作用仍然存在。 考虑到发明专利具备 “突出

的实质性特点和显著的进步” 等条件, 授权率低、 保护期长, 对企业的创造性

要求更高, 也更能反映企业的创新能力, 表 2 最后一列汇报了跨境电商改革对企

业发明专利申请数量的影响, 可以发现估计系数依然显著。 以上结果都表明, 跨

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的设立显著提升了所在城市企业的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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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基准回归

变量
专利申请总数量 发明专利申请数量

(1) (2) (3) (4)

Treat × Post 0. 350∗∗∗ 0. 298∗∗∗ 0. 068∗∗ 0. 074∗∗∗

(0. 022) (0. 028) (0. 028) (0. 028)

控制变量 否 是 是 是

个体固定效应 否 否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否 否 是 是

时间×省份固定效应 否 否 是 是

N 30
 

685 28
 

305 28
 

305 28
 

305

R2 0. 008 0. 045 0. 177 0. 164

注:∗∗∗ 、∗∗和∗分别表示 1%、 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 括号内为标准误; 后文的检验均控制了个体、 时间以
及时间—省份固定效应; 模型中加入了全部的控制变量, 限于篇幅没有列出。 下表同。

(二) DID 估计的有效性检验

1.
 

平行趋势检验

处理组和控制组在实验之前保持相同的趋势是使用 DID 模型进行政策检验的

前提, 因此, 本文使用如下模型进行平行趋势检验以说明 DID 的适用性:

Innoict = α + ∑
5

k = -4
βkTreatct × Yeark + γn∑

n
X(n) i(c) t + vi + vt + vpt + εict (2)

控制组和实验组的划分依然按照前文的设定进行。 假定城市 c 被确定为跨境电

商综合试验区的时间为年份 t, k 表示试点政策实施的第几年。 Year -4、 Year -3、
Year -2、 Year -1、 Year1、 Year2、 Year3、 Year4 和 Year5 分别为城市 c 被划定为跨境电

商综合试验区的前 4 年、 前 3 年、 前 2 年、 前 1 年、 后 1 年、 后 2 年、 后 3 年、 后

4 年以及后 5 年的虚拟变量。 由图 1 可知, 在跨境电商改革冲击之前, 估计系数在

95%的置信区间均包含零值, 再观察成为试验区之后, 第 1 期的估计系数依然不显

著, 这也基本符合企业的创新周期, 企业从创新投入到形成成果申请专利需要一

定的时间, 因此跨境电商改革对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可能具有时间滞后性。 从第

2 期开始, 回归系数的置信区间不再包含零值, 以上结果表明平行趋势检验

通过。
2. 安慰剂检验

(1) 改变政策发生时间。 为了确定企业专利申请数量的变化是由跨境电商改

革政策带来的, 而非由其他政策引起, 本文改变政策发生的时间点来进行安慰剂检

验。 假设各个批次的跨境电商试验区被划定的时间提前一年, 然后设置伪虚拟变量

Treatct × Postt -1 代替 Treatct × Postt 重新进行回归。 表 3 第 (1) 列报告了具体的估

计结果, 可以看出 Treatct × Postt -1 的估计系数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说明在成为跨

境电商综合试验区之前, 该城市内企业创新产出的变化尚未发生。
(2) 随机设置实验组。 除了改变政策真实发生的年份外, 还通过随机抽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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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构造了虚假的处理组和控制组。 考虑到前三个批次设立的试验区数量分别为

1、 12 和 22 个, 本文在没有试点的控制组城市中随机抽取了 1、 12 和 22 个城市作

为虚拟的处理组, 设置新的政策分组变量 Treatnew, 并取值为 1; 其他城市则作为

虚拟的控制组, Treatnew 取 0, 然后与政策冲击变量 Post 交乘重新进行回归。 依照上

述思路进行 500 次重复检验, 得到伪差分变量的系数及其 t 值, 如图 2 所示。 可以

发现, 系数的 t 值基本呈现以 0 为中心的正态分布, 并且只有少数回归的 t 值大于

真实回归系数的 t 值, 再次表明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内企业创新产出的增加是由

跨境电商改革引起的, 并不是其他政策冲击的结果。

0.3

0.2

0.1

0

-0.1

�
�
�



	��
����
�

图 1　 跨境电商改革对企业创新的动态效应

 

图 2　 随机抽样实验估计系数的 t值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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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稳健性检验

1. 关键变量重新测度

(1) 替换因变量。 考虑到高质量的专利成果更能反映出企业的创新水平, 本

文以专利的知识宽度表示专利质量, 重新测度了企业的创新能力。 具体而言, 在专

利说明书中每项专利都有对应的国际专利分类号, 分类号一般按照 “部—大类—
小类—大组—小组” 的格式进行分类。 专利对应的分类号越多, 涵盖的知识范围

越广, 模仿复制的成本越大, 质量也就相应越高。 考虑到分类号在小组层面所利用

的知识信息基本一致, 而在大组及以上层面有较为显著的差异 (张杰和郑文平,
2018) [26] , 本文将企业申请的全部专利所覆盖的大组数量加总, 作为企业申请专利

的质量。 本文除了从创新产出的角度度量企业的创新能力外, 还使用创新投入衡量

企业开展创新活动的意愿和潜力。 具体地, 本文使用企业研发投入 (RD) 代替专利

申请数量, 重新衡量了企业的创新能力。
(2) 重新分析差分变量。 前文定义政策冲击虚拟变量时, 将政策实施的当年

及以后的年份都取值为 1, 但从公布城市名单的时间来看, 政策实施的当年可能未

满一年。 因此, 借鉴 Lu 等 (2017) [27] 、 胡浩然和宋颜群 (2022a) 的做法, 由于

第一批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的设立时间为 2015 年 3 月 7 日, 本文将第一批次城市

的 Postt1 在 2015 年设置为 5 / 6, 在此后的年份依然设置为 1; 由于第二批次试验区

的设立时间为 1 月, 本文在政策实施的当年及以后的年份均设为 1; 以此类推, 第

三批次的城市在实施当年设定为 1 / 2, 在以后年份设置为 1。 然后将新设置的 Postt1
与 Treatct 生成交互项, 重新纳入模型 (1) 中进行回归。

表 3 第 (2) — (4) 列分别报告了替换因变量和差分变量之后的回归结果,
可以发现结论依然稳健。

表 3　 稳健性检验 (1)

变量
改变政策时间

(1)

替换因变量

RD quality

(2) (3)

替换差分变量 单时点 DID

(4) (5)

Treat × Postt
0. 375∗∗∗ 0. 077∗∗

(0. 110) (0. 032)

Treat × Postt-1
0. 016

(0. 037)

Treat × Postt1
0. 080∗∗∗

(0. 029)

Treat × Post2016
0. 093∗

(0. 051)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N 28
 

305 28
 

305 28
 

305 28
 

305 14
 

400

R2 0. 177 0. 115 0. 186 0. 177 0.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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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单时点 DID 检验

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的设立分为不同批次, 前文采用多期 DID 进行检验。 本

文进一步改变跨境电商综试区政策变量的设置方法, 用传统的单期 DID 模型进行

检验。 考虑到研究样本中, 2015 年仅批复了杭州一个综试区, 从 2016 年开始综试

区的设立数量有明显增加, 本文以 2016 年为政策断点, 并将 2016 年后新设立的综

试区从样本数据中剔除, 重新进行了估计。 回归结果在表 3 第 (5) 列中报告, 与

基准回归的结果基本保持一致。
3. 工具变量法

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的地区选择可能与地区自身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开放发展

要求相关, 而这些因素也会直接影响企业的创新能力, 为了进一步保证估计结果的

稳健性, 本文使用各个城市 1984 年的人均固定电话数和邮局数量来构造工具变量

进行估计。 跨境电子商务是在互联网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双方通过互联网平台达

成交易, 继而进行电子支付结算, 使用电商物流送达商品, 因此一个地区的跨境电

商发展水平与当地的互联网发展有很大的关联。 中国互联网的接入基本都是从电话

拨号接入开始的, 互联网发展与固定电话普及之间有紧密的联系, 历史上人均固定

电话数较多的地区也很有可能成为互联网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 而在固定电话普及

前, 人们传递信息主要借助邮局系统, 因此, 邮局的分布也会通过影响固定电话普

及进而影响互联网的普及, 最终对跨境电商的发展水平产生影响, 相关性的要求得

到满足。 同时, 1984 年距本文的样本期有很长一段时间, 当时的固定电话数量和

邮局数量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已经逐渐消失, 即使就当前来说, 随着信息技术的

发展和变革, 邮电业务和固定电话也很难再影响到企业的创新行为, 外生性的条件

也得到满足。 此外, 考虑到 1984 年的人均固定电话数和邮局数量为截面数据, 而

研究样本为面板数据, 在应用固定效应模型时会出现问题, 本文参考黄群慧等

(2019) [28] 的方法, 将全国滞后一期的互联网普及率分别与 1984 年各地级市的人

均固定电话数和邮局数量交乘作为跨境电商改革的工具变量。 第一阶段的回归方程

为式 (3), 将上市公司所在的地级市是否被划定为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 (Treat ×
Post) 对工具变量 ( IV) 进行回归, 估计上市公司所在城市被设立为试验区的概率

prob(Treat × Post) 。 第二阶段的回归方程为式 (4), 考察试验区设立概率对企业

专利申请的影响。

Treatct × Postt = α1 + β1IV1ct + β2IV2ct + γn∑
n
X(n) i(c) t + vi + vt + vpt + εict (3)

Innoict = α2 + β3prob(Treatct × Postt) + γn∑
n
X(n) i(c) t + vi + vt + vpt + εict (4)

回归结果如表 4 前两列所示。 第 (1) 列是第一阶段式 (3) 的回归结果, 表

明了人均固定电话数和邮局数量与试验区的设立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从

第 (2) 列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 工具变量通过了相关的统计检验, 并且在工具

变量的回归中, 跨境电商改革对企业创新产出的增加依然起到了显著的促进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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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PSM-DID 检验

为了进一步控制试验区内企业和非试验区内企业的其他差异对企业创新能力的

影响, 本文再次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法 ( PSM) 配对了控制组重新进行回归。 首先,
通过 Logit 模型来估计倾向得分, 因变量为上市公司所在的城市是否被划定为跨境

电商综合试验区 Treatct × Postt, 自变量是用于匹配的协变量, 包括企业资产规模

asset 、 营业收入水平 income 、 资产收益率 roa 、 资本密集度 kn 、 经营性净现金流

水平 CA 、 账面市值比 BM 。 其次, 根据估计出的得分进行 1 ∶ 1 的 K 近邻匹配,
得到与实验组样本最为相似的控制组样本, 同时对匹配后处理组和控制组样本企业

特征变量均值进行对比分析, 发现两组企业的基本特征并不存在显著差别①。 最

后, 使用匹配后的样本对模型 (1) 进行回归, 表 4 第 (3) 列展示了回归结果,
交互项的系数依然显著为正, 与前文使用全样本的基准回归结果一致, 充分说明了

样本的选择性偏差对本文的研究结论没有影响。

表 4　 稳健性检验 (2)

项目

工具变量法 PSM-DID

prob(Treat × Post) Inno Inno

(1) (2) (3)

IV1
0. 837∗∗∗

(0. 015)

IV2
1. 541∗∗∗

(0. 026)

Treat × Post 　 　 0. 313∗∗∗ 0. 062∗∗

(0. 084) (0. 031)

Anderson
 

LM 统计量
2

 

864. 146
 

[0. 000]

Cragg-Donald
 

Wald
 

F 统计量
1499. 651

 

{19. 93}

Hansen
 

J 统计量
0. 005

 

[0. 945]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N 26
 

875 26
 

540 21
 

384

R2 0. 809 0. 173 0. 198

注: Anderson
 

LM、 Cragg-Donald
 

Wald
 

F 以及 Hansen
 

J 统计量为工具变量的相关检验统计量; 中括号和大括号
内的值分别为对应统计量检验的 P 值和 10%水平下的临界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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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于篇幅, 该检验结果可登陆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术刊物部网站 “刊文补充数据查询” 栏目查阅、 下

载。



(四) 异质性检验

1. 企业规模异质性

规模较小的企业往往很难克服进入国际市场的成本。 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通过

引导中小企业入驻电商平台, 为其提供多元化的配套服务, 有效地满足了中小型企

业的外贸发展需求, 使一大批 “不会做” 和 “做不起” 进出口贸易的小微企业成

为了新型对外贸易的参与者。 因此, 设立综合试验区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可能在

小规模公司中更加明显。 本文按照主营业务收入的三分位数将全部企业划分为大规

模、 中规模和小规模三个组别, 表 5 第 (1) — (3) 列报告了分组检验的具体回

归结果。 可以发现, 小规模企业中, 交互项 Treat × Post 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 且

明显大于前文基准回归的估计结果, 其他两组则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这说明跨境

电商综合试验区对创新能力的提升作用在小规模企业中体现得更好。
2. 企业创新能力异质性

创新能力较高的企业技术存量大, 知识经验丰富, 创新活动受外部环境的影响

较小。 而创新能力较低的企业往往面临依靠自身力量创新不足的窘境, 跨境电商业

务能帮助这部分企业借助外部的技术资源加快创新研发, 提高其创新的积极性。 因

此, 跨境电商改革对企业申请专利数量的影响可能因创新能力的不同呈现出较大的

差异。 本文按照企业专利申请的数量, 将全部样本划分为创新能力较高的企业和创

新能力较低的企业, 分组进行了检验, 每个组别的估计结果如表 5 第 (4) — (5)
列所示。 可以看出, 在创新能力较低的企业样本中, 跨境电商改革明显促进了企业

专利申请数量的增加, 而在创新能力较高的样本中, 这种促进作用并不显著。 可

见, 跨境电商改革促进企业专利申请数量增加的边际作用会随着企业本身创新能力

的上升呈现出下降的趋势。

表 5　 企业异质性检验

变量

企业规模异质性 创新能力异质性

大 中 小 高 低

(1) (2) (3) (4) (5)

Treat × Post 0. 067 -0. 048 0. 220∗∗∗ 0. 016 0. 085∗∗

(0. 051) (0. 049) (0. 055) (0. 024) (0. 036)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N 9
 

667 9
 

503 9
 

135 14
 

464 13
 

841

R2 0. 240 0. 164 0. 133 0. 263 0. 078

3. 数字基础设施异质性

在数字基础设施越完善的地区, 企业接触跨境电子商务的机会越多, 开展跨境

电子商务也越便利, 甚至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批复后, 这

些地区的企业可以抓住机遇迅速获得制度红利, 因此, 数字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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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调节跨境电商改革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 本文将互联网普及率作为数字基础设

施的代理变量, 根据样本初始年份各城市的互联网普及率, 将全部样本企业按照中

位数划分为数字基础设施水平较高和数字基础设施水平较低两个样本组, 检验结果

如表 6 第 (1) — (2) 列所示。 可以发现, 在数字基础设施水平较高的地区, 跨

境电商改革对企业申请专利数量的影响系数显著为正, 而在设施水平较低的地区,
两者之间的关系则不显著, 即数字基础设施水平对跨境电商改革的创新激励起到了

正向的调节作用。
4. 政府资源配置能力异质性

政府资源配置能够有效增加企业的有形资源, 政府对资源的配置能力可能会显

著影响跨境电商这样的新兴外贸业态与企业创新能力之间的关系。 因此, 本文参考

屈小娥等 (2022) [29] 的方法, 以政府财政支出占 GDP 的比重来衡量政府的资源配

置能力, 并据此将企业所在地区划分为政府资源配置能力较高的城市和配置能力较

低的城市, 表 6 第 (3) — (4) 列报告了分组检验的结果。 可以发现, 在政府资

源配置能力较高的城市, 跨境电商改革对企业创新起到了显著的促进作用, 而在配

置能力较低的城市, 这种促进作用则不显著, 即政府较高的资源配置能力能够强化

跨境电商改革对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作用。

表 6　 地区异质性检验
 

变量

数字基础设施异质性 政府配置资源能力异质性

高 低 高 低

(1) (2) (3) (4)

Treat × Post 0. 127∗∗ 0. 011 0. 286∗∗∗ -0. 006
(0. 055) (0. 048) (0. 084) (0. 039)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N 15
 

291 13
 

014 13
 

758 14
 

547

R2 0. 176 0. 184 0. 179 0. 189

(五) 机制检验

在理论分析部分, 本文指出, 跨境电商改革可能通过增加企业利润, 促进技术

溢出和推动制造业服务业融合来影响企业的创新能力, 下面使用中介效应模型分别

对上述三种机制进行检验:

Mi(c) t = α + β1TreatctPostt + γn∑
n
X(n) i(c) t + vi + vt + vpt + εict (5)

Innoict = α + β2Treatct × Postt + β3Mi(c) t + γn∑
n
X(n) i(c) t + vi + vt + vpt + εict (6)

其中, Mi(c) t 表示中介变量, 包括企业利润率 (profit) 、 技术溢出水平 ( spill)
和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程度 (conv) 。 利润率使用企业营业利润与企业销售收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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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值表示。 技术溢出的测算参照李平和史亚茹 (2019) [30] 的算法, 本国 d在 t年的

进出 口 技 术 溢 出 分 别 为 spillimdt = ∑
j

( Import jt / GDP jt) × RD jt 和 spillexdt =

∑
j

(Export jt / GDP jt) × RD jt 。 其中, Import jt 和 Export jt 分别表示本国在 t 年与 j 国的

进口总额和出口总额, GDP jt 和 RD jt 分别表示 j国在 t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和研发存量,
分别以历年各城市进口额占全国进口额的比重、 出口额占全国出口额的比重作为权

重计算每个城市 c 的进口技术溢出 spillimct 和出口技术溢出 spillexct , 二者相加取对数

即为该城市最终通过对外贸易获得的技术溢出 spillct 。 随着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的

不断深入, 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规模会逐步扩大。 本文参照周明生和张一兵

(2022) [31] 的做法, 采用生产性服务业从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来表示产业的

融合水平, 生产性服务业包括交通仓储邮电业、 信息传输、 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租赁和商业服务业、 金融业以及科研、 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①。

表 7 第 (1) — (2) 列是跨境电商改革通过增加企业利润来影响企业专利申

请数量的机制检验结果。 其中, 第 (1) 列是差分变量 Treat × Post对企业利润率影

响的回归结果, 可见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的设立有助于增加试验区内企业的利润空

间; 第 (2) 列是式 (6) 引入企业利润率作为中介变量的回归结果, 企业利润率

对专利申请数量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 说明企业利润水平越高越有利于其创新能力

提升, 而且差分变量 Treat × Post 对企业创新的影响被部分吸收, 系数相较于基准

回归有所下降, 表明设立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可以通过增加企业利润来促进企业创

新研发。

表 7　 机制检验 (1)
 

变量

企业利润 制造业服务业融合

profit Inno conv Inno

(1) (2) (3) (4)

Treat × Post 0. 013∗∗ 0. 064∗∗ 0. 021∗∗∗ 0. 051∗

(0. 005) (0. 028) (0. 001) (0. 029)

profit 0. 188∗∗∗

(0. 035)

conv 0. 589∗

(0. 339)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N 28
 

283 27
 

737 25
 

549 25
 

549

R2 0. 579 0. 179 0. 719 0.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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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未在 2020 年报告各行业的就业人数, 因此, 2020 年的生产性服务业从业人数使

用 2019 年的数据代替。



表 7 第 (3) — (4) 列是跨境电商改革通过推动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发展来

增加企业专利申请数量的机制检验结果。 第 (3) 列汇报了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设

立对企业所在城市产业融合水平的影响, 估计系数显著为正, 说明跨境电商改革能

够提高当地的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发展水平。 第 (4) 列是式 (6) 引入中介变量

融合水平 conv 后的回归结果, 可以发现当地的产业融合发展水平能够显著促进

企业的创新产出增加, 而且核心解释变量 Treat × Post 的系数下降明显, 这说明

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发展在综试区的创新激励效应中发挥了中介作用。
表 8 是跨境电商改革通过促进技术溢出来增加企业专利申请数量的机制检验

结果。 第 (1) 列的回归结果显示, 跨境电商改革显著提高进出口贸易的技术溢

出水平, 但第 (2) 列的回归结果显示, 技术溢出水平的提高并没有对企业当期

的专利申请数量产生显著的影响, 交互项的估计系数也没有明显变化, 技术溢出

机制的中介效应检验并未通过。 与前文假说不一致的原因可能在于, 跨境电商综

合试验区的设立虽然有利于促进国外先进技术的溢出, 但是企业往往需要时间来

克服技术距离进行消化和吸收 (李兵等, 2016) [32] , 因此技术溢出创新效应的

即期效果不明显, 而且进口国外技术的支出增加也会挤占企业当期用于自主研发

的资金。 而在后续阶段, 企业通过不断地学习适应国外技术, 可以增加自身的技

术存量和多样性, 更好地提升研发能力。 因此, 技术溢出对企业专利申请数量的

影响可能存在滞后性。 表 8 第 (5) 列和第 (6) 列报告了提前期的专利申请数

量代替当期数量后式 (6) 的估计结果, 可以发现, 技术溢出对提前一期专利申

请数量的回归系数依然不显著, 但对提前两期数量的回归系数通过了显著性检

验, 而且与第 (4) 列的回归结果相比, Treat × Post 的估计系数也有所下降, 这

充分说明, 跨境电商改革能够通过促进技术溢出来增加企业专利申请的数量, 但

存在一定的滞后。

表 8　 机制检验 (2)

变量
spill Inno F1. Inno F2. Inno F1. Inno F2. Inno

(1) (2) (3) (4) (5) (6)

Treat × Post 0. 132∗∗∗ 0. 068∗∗ 0. 074∗∗ 0. 080∗∗ 0. 073∗∗ 0. 076∗∗

(0. 007) (0. 028) (0. 030) (0. 034) (0. 030) (0. 034)

spill 0. 014 0. 010 0. 055∗

(0. 024) (0. 027) (0. 032)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N 28
 

017 28
 

017 24
 

495 20
 

972 24
 

234 20
 

741

R2 0. 721 0. 178 0. 166 0. 156 0. 167 0.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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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进一步分析: 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设立的空间效应

前文的实证分析为设立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有效促进试验区内企业创新能力的

提升提供了经验证据, 但是并未考虑到试验区的设立对邻近城市的企业创新是否具

有虹吸或外溢效应。 为了检验设立跨境电商试验区是否能产生空间外部性, 本文参

考张继武和姜凯 (2022) [33] 的研究, 借鉴空间计量方法设定如下模型:

Innoict = α + β1Treatct × Postt + ∑
400

s = 50
δsNs

ct + γn∑
n
X(n) i(c) t + vi + vt + vpt + εict (7)

式 (7) 在式 (1) 的基础上引入了一组新的虚拟变量 Ns
ct, 表示在一定的距离

范围内是否存在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 其中 s 代表两个城市之间的距离 (单位为千

米, 用两个城市之间的球面距离计算得到)。 具体来说, 若在 t年, 距离城市 c ( s -
50, s ] 的范围内存在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 则 Ns

ct 取值为 1; 如果不存在, 那么

Ns
ct 取值为 0。 在具体的回归分析中, 本文以 50 千米为单位, 报告了当 s = 50, 100,

……, 450, 500 时式 (7) 的回归结果, 并通过观察 s 取值不同时 δ 的统计显著性

来检验跨境电商改革政策是否具有空间异质性。
图 3 根据式 (7) 的估计结果绘制了关键变量系数的变化情况。 可以发现, 所

有距离阈值的回归系数在 95%的置信区间均包含零值, 试验区对周边城市企业创新能

力的影响很微弱, 即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内的企业增加专利申请数量并不是通过存量

创新资源的再配置实现的, 而是来自于自身创新能力的净增长。 综合试验区的设立

通过促进贸易的便利化和产业融合发展, 激励了先进技术的进口和自主研发能力的

提升, 使本地区原有企业进一步增强了自身的创新能力, 实现了专利数量的净增

加。 但是, 试验区的设立并未对周边城市的企业创新能力发挥外溢效应, 可能的原

因是, 截止到样本数据的最终年份, 大部分试验区的获批时间都还较短, 尚未形成

有效的经验复制推广到周边地区, 因此试验区的创新激励效应还局限在当地企业。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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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政策效果的空间异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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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使用 2011—2020 年中国 A 股上市公司的数据, 以设立跨境电商综合试验

区作为准自然实验, 采用多期 DID 模型, 实证检验了跨境电商改革对企业创新能

力的影响。 研究发现: (1) 跨境电商改革显著增加了当地企业专利申请的数量,
在进行多种稳健性处理后, 结论依然保持不变; (2) 企业的异质性检验发现, 在

规模较小和创新能力较低的企业中, 跨境电商改革的创新激励作用更突出, 同时,
地区的异质性检验发现, 企业所在城市数字基础设施越完善、 政府资源配置能力越

强, 跨境电商改革对企业创新能力提升的促进作用越大; (3) 从作用机制角度来

看, 跨境电商改革能够通过扩大企业利润空间, 促进技术溢出和推动制造业和服务

业融合发展等途径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 (4) 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的空间效应检

验发现, 试验区的创新激励来源于自身的净增长, 而非创新存量资源的再配置。
从上述研究结论中, 本文得到如下政策启示: (1) 在国际经贸环境错综复杂

的背景下, 中国政府应抓住跨境电商发展的重要机遇, 继续深化跨境电商改革, 扩

大综合试验区的试点范围, 抢占跨境电子商务制高点, 充分发挥跨境电商的创新动

能; (2) 跨境电商改革扩大了创新的微观主体范围, 综合试验区要继续为中小企

业、 创新能力不足的企业提供更多地跨境金融、 技术等服务, 不仅要吸引更多企业

进入跨境电商领域, 也要逐渐推动现有的跨境电商企业做大做强; (3) 我国跨境

电子商务目前还处于初级阶段, 技术、 政策和观念等各方面的问题还在制约跨境电

商的健康发展, 政府要发挥主观能动性, 合理配置资源, 不仅要为试验区企业提供

制度保障, 也要加强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 使跨境电子商务落后地区尽快跨越数字

鸿沟; (4) 地方政府应积极总结试验区的成功经验, 加快形成典型案例, 积极复

制推广到周边城市, 同时要加强城市间的技术交流合作, 充分利用跨境电商综合试

验区对创新的空间溢出效应, 推进区域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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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oss-border
 

E-commerce
 

Reform
 

and
 

Enterprise
 

Innovation
—Based

 

on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Cross-border
 

E-commerce
 

Integrated
 

Pilot
 

Zones
SHI

 

Yaru　 YU
 

Jinping
Abstract:

 

Cross-border
 

e-commerce
 

has
 

emerged
 

as
 

a
 

new
 

form
 

of
 

foreign
 

trade
 

that
 

provides
 

opportunities
 

to
 

enhance
 

enterprise
 

innovation
 

capacity.
 

Us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cross-border
 

e-commerce
 

integrated
 

pilot
 

zones
 

as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this
 

pa-
per

 

builds
 

a
 

multi-period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model
 

to
 

evaluate
 

the
 

effects
 

of
 

cross-
border

 

e-commerce
 

reform
 

on
 

enterprise
 

innovation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Chinese
 

lis-
ted

 

firms
 

from
 

2011
 

to
 

2020.
 

The
 

benchmark
 

regression
 

shows
 

that
 

the
 

cross-border
 

e-commerce
 

reform
 

significantly
 

increases
 

the
 

number
 

of
 

patent
 

applications
 

of
 

firms
 

in
 

pi-
lot

 

zones,
 

which
 

remains
 

stable
 

after
 

a
 

series
 

of
 

robustness
 

tests.
 

The
 

mechanism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impact
 

is
 

achieved
 

mainly
 

by
 

increasing
 

enterprise
 

profits,
 

technology
 

spill-
overs,

 

and
 

promoting
 

the
 

integration
 

of
 

manufacturing
 

and
 

services
 

industries.
 

The
 

hetero-
geneity

 

analysis
 

finds
 

that
 

cross-border
 

e-commerce
 

reform
 

mainly
 

improves
 

the
 

innovation
 

ability
 

of
 

enterprises
 

in
 

cities
 

with
 

good
 

digital
 

infrastructure
 

and
 

strong
 

government
 

re-
source

 

allocation
 

ability.
 

Meanwhile,
 

the
 

smaller
 

and
 

less
 

innovative
 

firms
 

benefit
 

more
 

from
 

the
 

reform,
 

which
 

enables
 

more
 

enterprises
 

to
 

engage
 

in
 

innovation
 

activities.
 

Final-
ly,

 

our
 

further
 

investigation
 

into
 

the
 

spatial
 

effect
 

of
 

integrated
 

pilot
 

zones
 

reveals
 

that
 

the
 

innovation
 

incentive
 

of
 

pilot
 

zones
 

is
 

not
 

a
 

spatial
 

reallocation
 

effect
 

of
 

innovation
 

stock
 

re-
sources

 

of
 

neighboring
 

cities
 

but
 

rather
 

a
 

net
 

growth
 

effect.
 

This
 

paper
 

provides
 

empirical
 

evidence
 

for
 

the
 

more
 

efficient
 

utilization
 

of
 

cross-border
 

e-commerce
 

integrated
 

pilot
 

zones􀆳
 

innovative
 

fun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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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grated
 

Pilot
 

Zones;
 

Enterprise
 

Innovation;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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